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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民法典正式实施以来，我国迎来了“法典化”的热潮。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研究成果

在近三年呈井喷之势，基本达成了“环境法法典化条件已经成熟”的共识。但我国环境法法典

化理论研究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例如环境法律体系“独立性”阐明、环境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

存在矛盾、环境法典编纂内在价值和逻辑主线匮乏及环境权基础理论亟需适应我国国情等。

应在“领域法”的视域下实现环境法的独立性阐明，坚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法法典化内

在的价值追求和逻辑主线、赋予环境权“生命共同体”下的新内涵和跨时空的新定位，以求环境

法法典化基础理论共识的达成和环境法法典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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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学界对我国环境法法典化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理论学界基本达成了“环

境法法典化条件成熟”的共识［1］，但环境法法典化

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旧存在诸多漏洞亟待弥补—环

境法客观属性与法典化之间的矛盾和环境法典内

在基本理论缺失成为我国现阶段环境法法典化需

要回应的基础性理论问题；环境法的独立性阐明和

安定性期许的实现是环境法法典化可行性论证的

重点议题；环境法内在价值与逻辑融贯性探索和环

境权基础理论空白的弥补是实质环境法典编纂的

根本要求。

一、环境法法典化现实理论困境

环境法领域学者对我国环境法法典化的看法

莫衷一是，总体上呈“肯定说”和“否定说”相互争鸣

之势。分析各家之言，环境法之客观属性与法典化

的冲突、环境法典内在基础理论缺失是环境法法典

化理论共识难以达成的症结所在。

1.环境法的属性与法典化的冲突

（1）法典化的前提条件：环境法的“独立性”阐

明。论及环境法法典化之成熟条件，我国学者多从

“环境立法数量、法典化编纂技术准备、域外环境法

法典化经验借鉴”等各方面进行论证，忽视了环境

法法典化的基础前提——环境法之独立性阐明。

“同类型”的全部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性整合才具有

去破碎化的现实意义。传统主流观点几乎不认可

环境法的独立性地位：在“部门法理论”视域下，环

境法长期“寄生”于经济法和行政法之中，立法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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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和体系性；环境法缺乏独特的价值诉求更使环

境法难以挣脱现有部门法律分类的桎梏。自 1979

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公布以来，我国已经出台了

近 50部环境法律、60余部行政法规、600余部部门

规章，尽管环境法“有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实现，但

受制于环境立法重叠、立法空白、立法矛盾等问题，

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独特价

值诉求的提炼是环境法律体系独立性阐明的关键，

传统法律部门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独特价

值诉求和清晰的自我定位，例如民法以私权保护为

价值内核、刑法以国家规制犯罪为内核、行政法以

国家规范公权力运行为目标，总体上呈现“公私分

明”的法律价值诉求分类，然而环境保护过程中产

生的法律关系及调整方法往往呈现出公私交叉的

态势，显著区别于传统部门法。

环境法的独立性阐明应当立足于环境法的综

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征：从环境立法调整的对象来

看，环境问题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纯粹的环境问

题并不常见；从环境法的调整方法来看，环境法调

整社会关系的方式呈公法私法交叉的属性，单一刑

事、民事、行政法律方法难以实现全覆盖。因此，依

据“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进行部门法区分的模式

并不适用于环境法律体系的构建。

（2）法典化的必要条件：环境法典的安定性之

争。为了确保法治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应当重点

考虑法典的稳定性。环境法的复杂多变性是环境

法的固有属性，追求“动态开放的环境法典”应当作

为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的优先选择。环境立法及法

典化存在诸多“不稳定因子”，这与环境法典的安定

性期许背道而驰。首先，以一部完备的环境法典一

次性、全面性地解决复杂的环境变化问题实属不

易；其次，环境政策因其灵活应对环境变化问题的

优势，弥补了环境立法滞后带来的环境治理风险，

在此背景下，环境政策面临着适时适度入典的抉

择，事关环境法典的稳定性；再次，环境问题具有空

间延伸性，现阶段的环境治理已经突破了国界的限

制，复杂的国际环境治理趋势要求我国环境法法典

化过程中需要做好衔接全球环境治理的必要准备。

环境法典稳定性要求与复杂多变的环境问题、环境

政策入典问题、国际环境治理衔接问题相伴而生，

环境法典的编纂方式的选择应充分考量法典稳定

性与动态开放性兼容。

2.环境法内在基础理论缺失

（1）环境法逻辑和价值融贯性缺乏。内在价值

体系是一个法律体系的灵魂所在，缺乏内在融贯的

价值体系也仅仅只是徒具空壳的法律汇集。［2］我国

环境法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部门主导各领域立法

的局面：污染防治立法由环境保护部门主导、自然

资源立法和生态保护立法则由各资源部门主导，各

领域环境治理缺乏整体价值诉求，各自体现着部门

的利益法制化，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逻辑和价值核

心。环境法是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为核心的法学

领域，其内在逻辑主线和价值诉求客观上不能脱离

生态理性的要求，应当尊重生态环境领域的特殊规

律。纵观世界各国环境立法及法典化路径，普遍将

生态“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立法的价值目标或逻

辑主线，为我国环境法典编纂提供了宝贵经验。然

而“可持续发展”是否符合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的逻

辑要求及是否能够作为内在价值融贯性的核心仍

需进一步论证。

（2）环境权理论亟需适应中国国情。环境权理

论研究在环境法法典化的语境下是否具有必要性

在理论学界众说纷纭，部分持“规避论”的学者从法

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将环境权理论研究与“环

境法法典化”予以区分，可以避免无谓的学术争议，

进而保障环境法典编纂顺利进行。［3］本文对此持否

定态度，环境权是环境法的基本概念、核心概念，环

境权基础理论偏驳的纠正无异于为环境法法典化

筑牢了理论根基，缺乏环境权理论支撑的环境法典

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肇始于西方环保运动的环境权属于西方法律

理论在我国环境法学方面的延伸，本质上是我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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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法学对当时的环境问题作出的被动回应。［4］伴随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西方环境权理论已经不

再适应我国的现实需要。从生态观来看，西方国家

环境权诞生于对抗环境问题的社会运动之中，环境

权成为多数国家应对环境不公的法律手段。［5］西方

国家以人为主体、以环境为客体的“二元对立”生态

观与我国现阶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发展

观背道而驰。从生态治理模式上来看，在中国“大

环保”生态观的指导下，我国采取了与西方国家截

然不同环境治理模式：西方国家多采取“先污染后

治理”的模式，而我国采用更为积极主动的治理态

度，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一理念贯

穿于生态环境治理全过程［6］，“借鉴来的环境权”已

经丧失其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我国现阶段的环

境权理论研究需要在新的人与自然关系视域下展

开，褪去人与自然对抗的底色，赋予环境权以新的

内涵，同时，在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民生问题的

背景下，应赋予环境权更高的法律地位。

二、环境法法典化理论困境的纾解

理论共识的达成能对有限的学术资源进行优

化配置，实现学术重心从环境法典的“必要性与可

行性”研究汇流向“启动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工作

中。针对我国目前环境法基础理论共识缺乏的现

状，应试从以下角度切入，达成环境法法典化基础

理论共识。

1.环境法独立性阐明：从“领域法”角度出发

环境法独立性的探讨或是持环境法不具有独

立性的观点都并未突破“部门法”的语境。［7］环境法

中的“污染防治法被纳入行政法，有关资源和生态

保护的法律被划入了经济法”［8］，在传统部门法划

分范畴内探讨环境法的独立性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部门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照搬苏联法学理论的产

物，伴随着中国法学理论对部门法理论的习惯性适

用，多数学者已经将“部门法”理论奉为圭臬了，事

实上，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不能自

圆其说的矛盾。［9］无论是“调整对象说”还是“调整

对象与调整方法结合说”，均以某些特定的因素作

为部门法划分的考量，在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

生态环境高度融合的浪潮中，单一元素划分论不再

具有普适性。为突破“部门法”理论的制约，有学者

提出“多次多维立体层面式”地划分法律部门，通过

多元标准实现划分法律类型的目标。［10］还有学者将

环境法视为“领域法”的产物，“领域法”之跨学科属

性与环境法之学科交叉特征相契合，为环境法的独

立性阐明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在领域法视域下，环

境法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特定重点“领域”

的专门性法律部门，区别于经济法和行政法中的任

何一方，因此，在领域法视域下讨论环境法典的编

纂更具有合理性。

环境法独特的价值诉求的提炼是环境法律体

系独立性阐明的关键所在。我国环境法属于复合

型的新型法律类型，其调整对象、调整内容、调整方

式都具有“跨界性”。一个新的法律领域的形成必

然基于传统法律领域不能覆盖的新利益诉求类

型。［11］我国环境法的独特价值目标界定尚未达成共

识，存在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利益诉求”为价值

目标的不同主张，事实上，以上主张并非对立排斥

的关系，反而存在高度的重合性。“可持续发展”目

标从时空角度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

求，而“生态利益诉求”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表

达对可持续性发展的诉求，两者在内容构造上都紧

紧围绕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核心展开。环境

法的本质在于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利益诉求”为核心符合环境法的本质

价值追求，这是任何传统部门法都难以涵盖的价值

目标。

2.环境法典的安定性期许：法典+单行法的双

法源模式

法典之“典”意指权威性和稳定性，意味着对以

安定性为核心的法治化程度具备较高的要求。［12］但

是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有法域划分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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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经验性、对策性和随意性的特征，［13］环境法法典

化需要针对环境问题的变化进行及时回应，同时也

应当妥善处理法典与环境单行法、环境政策、其他

部门法环境规范之间的交叉关系，做好相关环境治

理规范“入典和出典”的选择。

“法典+单行法”的双法源模式兼顾了环境法典

安定性和开放性并存，“法典”旨在追求环境资源治

理的稳定性，“单行法”设计则是适应环境法开放性

需求。双法源模式在我国环境法典编纂语境中的

具体内涵如下：首先，我国以实质性“法典”编纂目

标为导向。以环境法典编纂为契机，将生态利益可

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融入环境法典，妥善做好环

境法典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中环境

规范的衔接和适配性研究。其次，相应的环境政策

能否入典也应进行前置性研究，“法典”之未尽规范

应以“单行法”形式补全。一言以蔽之，同质化的环

境规范性文件在进行实质性法典化时，应秉持“应

入尽入”的原则，同时依靠单行法的出台和更新

来应对复杂的环境保护问题，以“法典+单行法”的

双法源模式实现环境法典的稳定性与灵活开放性

并存。［14］

3.逻辑和价值融贯性所需：可持续发展作为纽带

“只有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严格秩序和逻辑结

构，才能被称为真正的法典。”［15］逻辑主线和价值目

标追求是实现环境法法典化内在融贯的关键任务，

决定着环境法典的基本结构，是环境法典的内在纽

带。［16］纵观世界各国环境法典编纂路径，普遍将“可

持续发展”作为价值目标或编纂逻辑贯穿于环境法

编纂全过程：《法国环境法典》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重要性并就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

规定；《瑞典环境法典》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

标的基础上，构建了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完整体

系［17］；柬埔寨《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典（草案）》第三

卷、第四卷内容都严格围绕着可持续发展展开。［18］

“他山之石”对我国环境法典编纂是否存在借鉴意

义仍亟需验证。

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色、文化特色、实践特色，可持续发展与我国

环境法典编纂具有天然的统一性：从认识论上看，

环境法典编纂以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为前提，

法典编纂旨在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这与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价值理念不谋而合；从方法论

看，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统筹环境治理和社会发展问

题的解决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指引，为环境法典编

纂提供现实的编纂逻辑主线；社会关系的协调是环

境法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持续发展实现了“环

境、社会、经济”三者的逻辑自洽，统筹可持续环境、

可持续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作为基础、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社会可持续作为目标，共

同致力于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19］

因而，我国环境法典编纂应坚持可持续发展为纲的

理念，以此实现环境法典内在逻辑和价值的融贯。

4.环境权基础理论的重塑：新内涵和新定位

环境法法典化不应忽视对环境权理论的探索，

规避环境权理论问题研究易陷入“唯法典化”的误

区。我国学者应积极突破西方环境权理论中“人是

万物的尺度”的自然观，将“生命共同体”理论融入

环境权的研究之中，赋予环境权理论新的精神内

涵，赋予环境权更高、更明确的法律地位。

（1）环境权的新内涵：与“生命共同体”思想相

嵌合。相较于西方国家的“被动”应对环境关系，我

国生态环境观更为主动地探求人与自然的“交集”。

“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

哲学观，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文化根

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20］首先，环

境权的核心要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

性发展。环境权不以人对自然享有的所有权与支

配权为核心内容，人与自然同属于环境治理的受益

者。其次，命运共同体理论赋予环境治理新的目

标，区别于西方“应对环境危机”的出发点，我国环

境保护的内生动力是“人民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

环境权研究具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价值追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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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命运共同体下环境权构造的法律关系也发生了

新转变，新时代环境权的定义不能在人与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为内容的传统法律关系中寻找，而要

在“生命共同体”命题所构建起的“人—环境—人”

这一三角关系中探索，进而实现环境权新内涵的补

充和完善。［21］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环境权研究的

新智慧，突破了西方“二元对立”论的禁锢，赋予了

环境权在环境法法典化浪潮下的新内涵。

（2）环境权的新定位：跨越时空的法律定位。

一方面，环境权是其他基本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

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都依赖于环

境权的保障。同时，环境权并非指代某一时期人民

所享有的权利，而是世世代代共同享有的获取满足

自我需求资源和适宜生存环境的权利。在环境法

法典化背景下，更应当满足子孙后代对于环境权的

美好期待，赋予环境权跨越代际的价值定位。另一

方面，新时代的环境权视野还要在空间领域进行延

伸，应当赋予环境权更高的目标定位——全球环境

治理。全球性环境问题层出不穷，整个人类都面临

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环境权保护更应积极寻

求国际合作，谋求环境权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环

境权作为一项跨越时空的权利，从人类代际正义和

全球视野角度出发，能赋予环境权更高、更加明确

的法律定位。

三、环境法典实现路径探索

法典是按照一定的目的、顺序和层次，对相关

法律规范进行排列而形成的统一的规范整体。［22］理

论共识达成的基础上，应当积极探索环境法法典化

的具体实现路径。

1.环境法典编纂方式：适度法典化

“适度法典化”的编纂路径是指放弃绝对严密

的法典编纂逻辑和形式要求，进行一定程度的法典

化，进而缓解环境立法理论和实践需求之间的矛

盾。有学者认为应当形成具有基础涵盖力和综合

协调力的框架体系型法典，同时也保留单行法规范

局部领域和难以纳入环境法典的内容。［23］还有学者

认为适度法典化并不代表只有一部环境法典，而是

同时包括环境法典和单行环境法律、法规、规章

等。［24］现阶段“适度法典化”的环境法典编纂方式已

基本在学界达成共识，但“如何把握适度法典化的

边界”仍有待探讨。

“适度法典化”有“实质性”和“适度化”两方面

的内涵：环境法典编纂应具有实质性。“环境领域立

法”突破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生态哲学理念，

将“生命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环境

法典编纂的新指引，形成了环境法典“实质性”编纂

的哲学背景、学科背景与理论背景。在此背景下，

实质性编纂要求立法机关以“生态利益保护”为价

值诉求、以“可持续发展”为编纂逻辑、以“环境权”

为理论基石、以环境法共同价值和共性原则的总结

为指引，对环境法领域中较为成熟的或具有高度同

质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法典化。另一方面，环

境法典应当坚持“适度化”的编纂理念，以防陷入

“唯法典化”法典编纂误区。“适度化”法典可以从编

纂的程度、编纂内容和编纂的进度等方面进行综合

考量。从法典编纂程度来看，适度法典化不以实现

环境法律全部法律规范的体系化、融贯性为目标，

而是以“高度同质化”作为“入典”的标准和依据；编

纂内容上，应根据不同领域的立法现状进行不同程

度的编纂。我国环境污染立法冗杂，资源类立法存

在漏洞的现状下，对污染防治类立法应进行适度筛

选简化，资源类立法则应当积极填补立法空白；编

纂的进度上，有学者指出法典编纂不能操之过急，

应当分步走，按照“先总则后分则”模式进行渐进式

立法，保证稳中求进的环境法法典化进程。综上，

“适度法典化”是适应我国环境法法典化建设的新

路径。［25］

2.环境法典基本结构搭建的主线：贯彻可持续

发展理念

环境法典基本结构的构建影响着法典的逻辑

严密性和实际操作性，环境法体系完备性和内容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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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性也体现于基本框架搭建之中。可持续发展顺

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借鉴民法典编纂立

法技术经验，宜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主线贯穿于

环境法典“总—分”结构搭建的始终。

法典总则编围绕“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环境法

律体系中的同质内容进行筛选提炼，形成具有指导

意义的总则规范和原则性规定，为分则各编提供共

通性价值指引；分则构建按照“类型化”的思路提取

同类生态环境规范，实现同类规范“形式汇编”和

“实质编纂”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污染控制编”

着重以环境污染和重点污染物为规制对象，旨在防

治环境污染、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基本思路是以

我国现行污染防治法为基础，对不同领域和类型的

污染防治规范进行筛选或删改，保障污染控制编的

内容融贯性；“自然生态保护编”以自然资源的合理

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为本，旨在促进生态可持续目

标的实现。我国现有资源保护立法文件有限，诸多

资源领域存在立法空白，自然生态保护编应以法典

化编纂为契机，积极推动空白领域立法的编纂；“低

碳发展编”以绿色发展观为指引，以资源能源的节

约利用、清洁生产、循环和可再生利用为规制对象，

为能源资源优化整合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法律基

础。相较而言，低碳发展编相关单行法较少，存在

资源能源利用、绿色生产、对外投资环境保护等领

域的立法空白，需要全面梳理现行立法中的相关内

容后进行针对性的补充；生态责任编借鉴民法典编

纂的经验将侵权责任独立成编。根据生态环境保

护救济机制特殊的实际情况，建立生态环境权益保

障法律制度体系，例如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制度。［26］重视专门性制度同时，也应综

合利用传统行政、民事、刑事责任完善环境违法追

责机制，为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国家强制力保障。

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贯穿于环境法典基本结构搭建

的始终，是环境法典“总—分”编的根本价值指引。

3.环境法典的基础理论填补：环境权入典

环境权在“生命共同体”理论下具有新的内涵

和跨越时空的新定位，“环境权入典恰逢其时”这一

观点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同。环境权入典

可以采用在总则编确立“一般环境权”，在污染防治

编和生态保护编中具体化为“健康环境权”和“自然

享有权”的“一体两翼”的方式实现。［27］还有学者将

环境权进入我国环境法典的路径归纳为“一体多

面”，所谓“一体”是指环境法总则编就环境权总括

性内容进行规定，“多面”则对应环境分则分编中确

立的具体环境权原则。环境权入典的方式在表述

和划分上存在细微差别，但是总体上已经形成了

“一般环境权+具体环境权”的构建共识。

环境法典总则编纂中，应当明确“一般环境权”

的基本法律内涵和法律地位，为环境法典分则编提

供基本的原则性指引；分则编制定具体环境权的规

范性依据，例如污染防治编以环境健康权为核心，

以规制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为目标；自然生态保护

编的立法目的倾向于生态保护，旨在满足公民对生

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诉求；“绿色发展编”注重清洁能

源生产、减碳降碳，旨在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实现

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双赢，旨在为公民环境权的

实现提供绿色经济支撑；在解决环境权实体规定基

础上，也应对违法行为进行有力规制，生态环境责

任编以“权责统一”为导向，重点关注生态环境责任

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传统法律责任的厘清与整

合，保障环境权之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实现环境权

在环境法典中的全覆盖是法典实质化之需。

四、结 语

我国理论学界对环境法法典化进行了深入研

究，但仍存在一定的不成熟理论和理论空白亟需回

应。本文从“领域法”的研究角度出发对环境法的

独立性进行阐明，提出以“法典+单行法”的双法源

模式设计应对复杂环境治理现状与环境法典稳定

性期许之间的矛盾；在总结各国环境立法的实践经

验基础上，提出以“生态利益诉求”“可持续发展”作

为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的价值需求和逻辑脉络；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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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新内涵与跨越时空的

新定位，实现环境法法典化理论共识的达成。环境

法法典化的具体实现路径事关环境法典的可行性

和可操作性：“适度法典化”的立法模式兼具灵活性

和开放性，保证法典编纂稳中求进的步伐；可持续

发展理念指引下搭建环境法典“总—分”的基本结

构符合我国立法经验；以“一般环境权+具体环境

权”的体系构建实现环境权在环境法典中的全覆

盖。环境法法典化研究需直面现实困境，回应现实

需求，不断完善环境法法典化的理论体系，积极探

索环境法法典化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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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issued a series of documents to solve the difficulty point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has become the key
to solve theproblems. Educational reform can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by upgrading the teaching software, building
a virtual simulation environment, renewing the facilities and building the simulation teaching culture. The practice
of upgrading and digitalization can introducenew teaching methods, diversify teaching tools,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and change the training mode of talent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bring higher requirements to
vocational schools.
Keywords：：virtual simulation; digitalization, upgrading; accounting major

参考文献

［1］郑海英 .跨专业财务管理类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探

讨［J］.商业会计，2020（8）：112 - 115.
［2］田志良 .大数据时代虚拟仿真教学的改革研究——以

高校财会专业为例［J］.韶关学院学报，2018，39（5）：

95 - 99.
［3］康亚莉 .数字化教学对职业教育的拓展与延伸［J］.现

代职业教育，2021（47）：224 - 225.
［4］宋春兰 .应用型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重构与实

践［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1）：124
- 125.

［5］马 丹 .大数据环境下智慧教育如何推进高校的转型

发展［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6
（4）：102 - 103.

Theoretical Dilemmas and Mitigation of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in China

LI Ya-feia, XIANG Shao-dengb

（a. School of Economic Law;b. School of Master of Laws,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063,China）

Abstract：：Since the offici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wave of "codifica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has been booming in the past three years;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mplexity and stability, the lack of intrinsic value and logical
mainline in environmental code compilation, and the urgent need for basic theories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to adapt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independence of environment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ain law", adhering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its inherent value pursuit and logical mainline in
codification.Under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life", environmental rights should be endowed with new con‐
notations and new positioning across time and spacein order to achieve consensus on the basic theoryand realize
the 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Keywords：：codification; community of life; domain law;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ights co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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